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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演化特征,
 

为理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人地关系

演变提供理论依据.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称“黔东南州”)为研究区,
 

运用综合指标法和障碍度模型,
 

从

文化、
 

社会经济、
 

生态3个维度构建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体系,
 

分析黔东南州2013—

2020年恢复力水平时空演化特征,
 

并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①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

复力时空演化趋势符合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利用和保存阶段特征.
 

②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在

空间格局上呈现集群化发展特点和“南强北弱”现象,
 

恢复力平均水平由2013年的0.244增至2020年的0.373.
 

③
 

文化恢复力在各子系统恢复力水平中占主要作用.
 

传统村落数量、
 

土地利用强度、
 

城乡收入差距为山地民族

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中影响最大的3个因素.
 

为此,
 

在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提升过程中,
 

既需要有针

对性地提升关键领域应对外部扰动的能力,
 

同时也要协调社会经济、
 

生态、
 

文化三者关系,
 

以助于更加科学合理

地推动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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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stud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ecological
 

system
 

resilie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mountainous
 

ethnic
 

groups.
 

Taking
 

southeast
 

region
 

of
 

Guizhou
 

Prov-

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and
 

obstacle
 

degree
 

model
 

were
 

used
 

to
 

con-

struct
 

the
 

measurement
 

system
 

of
 

local-ecological
 

system
 

resilie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mountainous
 

ethnic
 

group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
 

social
 

economy
 

and
 

ecolog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

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silience
 

level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Prefecture
 

from
 

2013
 

to
 

2020
 

were
 

analyzed,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explored.
 

Results
 

are,
 

①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ruralism-ecology
 

system
 

in
 

mountainous
 

ethnic
 

villages
 

conformed
 

to
 

the
 

to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util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stage
 

of
 

the
 

adaptive
 

cycle
 

theory.
 

②
 

Traditional
 

mountain
 

ethnic
 

vil-

lages
 

ruralism-ecology
 

resilience
 

pres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the
 

phenomenon
 

of
 

"

strong
 

in
 

the
 

south
 

and
 

weak
 

in
 

the
 

north"
 

in
 

the
 

spatial
 

pattern.
 

The
 

average
 

level
 

of
 

resilience
 

increased
 

from
 

0.244
 

in
 

2013
 

to
 

0.373
 

in
 

2020.
 

③
 

The
 

cultural
 

resilience
 

was
 

dominant
 

in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of
 

each
 

subsystem.
 

Th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land
 

use
 

intensity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ere
 

the
 

three
 

factors
 

that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village
 

vernacular-ecological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target
 

the
 

key
 

area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ex-

ternal
 

disturban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in
 

a
 

mor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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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

tem;
 

obs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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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乡村旅游被纳入“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之中.
 

早在2013年,
 

习近

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
 

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1].
 

乡村要振兴,
 

文化振兴是核心,
 

生态

保护要先行.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全面推进,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现实

困境.
 

一方面,
 

在以城镇化为首的现代社会转型和以网络化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冲击下,
 

村落可持续发展

更多地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容易忽略乡土文化与生态的影响作用,
 

引发乡土—生态系统在空间利

用、
 

文化传承、
 

生态保育等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
 

传统的文化和生态系统脆弱性

凸显,
 

如何应对旅游活动的冲击挑战,
 

使村落的文化和生态资源得以实现价值成为突出问题,
 

在新时代需

要优化治理模式,
 

增强村落抵御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是承载浓郁乡土文化和构筑绿色生

态屏障的重要载体,
 

其现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但文化保存度相对完整,
 

传统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

论难以客观合理地助力村落可持续发展.
 

特别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

系统恢复力测度与演化需要新的分析思路.
恢复力的概念是美国学者 Holling[2]在1973年创造性地引入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研究中,

 

Holling将

其定义为系统吸收干扰并继续维持其功能、
 

结构、
 

反馈等不发生质变的能力.
 

学者们还将适应性循环理论

引入到恢复力研究中,
 

把生态系统恢复力概括为利用、
 

保存、
 

释放和重组4个阶段.
 

此后,
 

恢复力研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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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程恢复力、
 

生态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3个发展阶段[3],
 

恢复力研究体系逐渐发展完善[4].
 

近年来,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探索发展出乡土—生态系统分支,
 

有利于对生态与文化资源禀赋较好

的地区开展恢复力研究.
农村在现代社会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城镇化、

 

信息化以及自然灾害、
 

社会灾害的冲击等挑战[5],
 

由此

引发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6]、
 

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7]、
 

城乡鸿沟加深[8]、
 

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破坏了传统

村落乡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相较于乡土—生态系统的破坏后治理,
 

提升恢复力水平或许是更为经

济有效的解决方式,
 

乡土—生态系统的研究议题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

复杂的有机体,
 

既不是嵌入在生态系统的人类社会系统,
 

也不是嵌入在人类社会系统中的生态系统[9].
 

社

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自适应系统,
 

通过一系列反馈机制对各种干扰作出响应[10].
 

乡土—生态系统作为社

会—生态系统的重要分支,
 

在多维子系统中,
 

其文化子系统更受关注[11-12].
 

陆林等[11]构建城市群“乡土—

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
 

这是“乡土—生态”空间研究议题的首次尝试.
 

本研究认为,
 

乡土—生态系统是

指乡土文化与自然生态相互作用、
 

相互耦合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在分析框架方面,

 

目前学界主要运用“脆弱性—适应性”“恢复力—可持续性”“恢复力—适应性”3种分

析框架.
 

“脆弱性—适应性”分析框架突出系统在潜在压力和风险威胁下,
 

削弱系统内部因素对外部扰动的

敏感性,
 

以提升系统内部应对外部风险压力的能力[13-14].
 

该理论同恢复力概念较为契合,
 

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
 

Engle等[15]指出不同系统脆弱性存在差异,
 

系统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变化会受到适应性变化的影响.
 

因

此,
 

适应性管理中降低系统对外界扰动敏感性能够减轻系统脆弱性.
 

脆弱性和恢复力具有双螺旋关系[16],
 

通过构建敏感性分析和脆弱性分析框架,
 

预测外部扰动发生的可能性,
 

能够将社会—生态系统受冲击影响

降至最低,
 

从而提高系统恢复力[17].
在测度依据方面,

 

目前主流的观点是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开展分析.
 

指标体系构建层面,
 

沿用社会—

生态系统恢复力指标体系.
 

学者们从经济、
 

社会、
 

生态、
 

文化4个方面构建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体

系[18].
 

Chuang等[19]采用经济模拟模型、
 

耦合过程模型、
 

跨尺度弹性模型及其伴随的不连续性假设开展研

究.
 

Li等[10]建立跨规模恢复力模型,
 

进行量化分析和可视化输出.
综上所述,

 

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但针对乡土—生态系统的研究较少,
 

在测度

体系方面没有较好地突出乡土和生态的特征,
 

研究结论未能较好地关照现实.
 

而且,
 

现有研究更多地关

注干旱区、
 

旅游地以及湖泊等地域,
 

忽视了我国极具文化韵味的传统村落广泛分布在偏远的山地民族区

域这一实际情况,
 

亟须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和山地民族村落“强文化、
 

弱经济”的实际特点来进行理论阐释

和应用研究.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称“黔东南州”)的传统村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其传统村落数

量达415个,
 

位于全国地级市之首,
 

是全国传统村落密度最大的区域,
 

且集中了成百上千个独具民族文化

特色的苗族侗族村落,
 

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本研究以黔东南州为例,
 

构建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

系统恢复力理论分析框架,
 

阐释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期为山地民族传

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提升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对于促进西南山地乡村的生态保护

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黔东南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过渡地带(25°19'-27°31'N,
 

107°17'-110°35'E),
 

北接铜仁市、
 

遵义市,
 

南连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河池市,
 

西抵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东与湖南

省怀化市毗邻.
 

总面积为3.02×104
 

km2,
 

地势西、
 

南、
 

北高东低,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

为773.7~1
 

249.9
 

mm,
 

年平均气温为15.5~19.3
 

℃,
 

全年相对湿度平均为74%~81%,
 

大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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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拔为500~1
 

000
 

m.
黔东南州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境内有大小河流983条,
 

平均年径流量

192.1亿m3,
 

以清水江、
 

氵舞阳河、
 

都柳江为主干,
 

呈树状分布.
 

境内居住着苗、
 

侗、
 

汉等46个民族,
 

全州

下辖16个县(市).
 

截至2022年末,
 

黔东南州户籍人口489.60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占82%,
 

是我国苗族侗

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图1).
 

黔东南州是全国苗侗文化的核心地,
 

被誉为“人文之州、
 

生态之州、
 

歌舞之州”

和“原生态民族文化博物馆”.
 

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厚,
 

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侗族大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6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
 

有10个苗族村寨和12个侗族村寨列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黔东南州是全国传统村落集中密度最大的州(市),
 

该州内50户以上的自然村寨

多达3
 

892个.
 

2012-2022年,
 

相关部门共发布了6个批次传统村落,
 

黔东南州的村落累计入选数量最多,
 

达到415个,
 

代表性的村落有肇兴侗寨、
 

郎德苗寨、
 

岜沙苗寨等.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1 研究区概况图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有3条途径.
 

一是通过黔东南州各县(市)政府、
 

旅游局、
 

环保局、
 

统计局等相关门户网

站以及中国知网等查阅获取;
 

二是通过实地走访黔东南州相关部门获取大量资料.
 

主要包括2013-2020年

《黔东南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黔东南州环境质量公报、
 

黔

东南州政府工作报告等,
 

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三是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1∶400万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库,
 

贵州DEM高程数据获取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土地利用及地形地貌数据来源于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数据环境中心,
 

将各县(市)系统恢复力计算结果输入ArcGIS
 

10.8软件进行地理图形

分析,
 

利用自然间断点法进行分类绘制数据,
 

得到黔东南各县(市)平均恢复力趋势图.
 

第一批国家传统村

落于2012年认定,
 

由于相关数据存在一定滞后性,
 

因此将2013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

3 研究方法

3.1 指标体系构建

为评估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水平,
 

本研究在地域恢复力评价、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研究、
 

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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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
 

乡村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研究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20-22],
 

结合黔东南州人地关

系所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
 

从脆弱性和适应性两个维度,
 

构建包含3个准则层和20个指标层的山地民族传

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表1).
表1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描述与性质 权重

社会经济子系统 脆弱性 城乡收入差距X1/元 表征社会分配公平程度(-) 0.036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X2/(t·hm-2) 表征粮食供应能力(+) 0.042

适应性 农村居民收入X3/元 表征乡村居民收入水平(+) 0.048

每千人卫生院床位数X4/张 表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0.022

中小学在校人数X5/人 表征地区教育水平(+) 0.069

通宽带村数X6/个 表征通讯覆盖程度(+) 0.041

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X7/% 表征产业结构的稳定性(+) 0.029

生态子系统 脆弱性 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X8/(t·hm-2) 表征地区生态污染程度(-) 0.014

土地利用强度X9 表征土地开发利用水平(-) 0.025

适应性 林草地占比X10/% 表征地区生态禀赋(+) 0.017

空气优良率X11/% 表征地区空气质量(+) 0.008

降水量X12/mm 表征生态水资源丰富程度(+) 0.029

人工造林面积X13/hm2 表征生态建设水平(+) 0.099

文化子系统 脆弱性 城镇化率X14/% 表征文化系统压力(-) 0.020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X15/% 表征少数民族人口变动情况(+) 0.075

适应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X16/个 表征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程度(+) 0.042

传统村落数量X17/个 表征地区古村落丰富程度(+) 0.152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X18/个 表征历史文化保护力度(+) 0.032

乡村旅游资源丰度X19 表征地区旅游资源禀赋(+) 0.148

乡镇文化站数X20/个 表征文化宣传力度(+) 0.050

  注:
 

“+”表示指标与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呈正相关;
 

“-”表示指标与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呈负相关.

社会经济子系统恢复力维度主要反映一个地区在收入、
 

教育、
 

医疗、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23],
 

彰显

地区社会经济资源的协调平衡能力[24].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催生社会公平隐患,
 

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阻

碍社会发展;
 

通宽带村数增长意味着获取的信息资源增多及信息化水平提升[6].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维度主要反映乡土—生态系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应对生态环境资源扰动的抵抗能

力[25],
 

指标涉及覆被占比、
 

空气质量、
 

水资源情况、
 

人工保护水平、
 

土地开发利用水平、
 

污染状况等方

面[26-27].
 

其中林草地占比反映地区覆被状况,
 

表征地区生态资源禀赋;
 

人工造林面积反映生态领域人工保

护行为水平;
 

土地利用强度反映地区土地开发利用水平,
 

表征系统的适应性能力.
土地利用强度(L)[28]:

L=∑
n

i=1
Ai×

si

s  (1)

式中:
 

Ai 为土地利用及强度分级,
 

其中建设用地为4、
 

耕地为3、
 

林地为2、
 

草地为2.5、
 

未利用土地为1;
 

si 为第i类土地的面积;
 

s为各类土地总面积;
 

n 为土地类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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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子系统恢复力则反映乡土—生态系统受外部干扰时,
 

应对新发展变化的再构造或者创新发展的能

力,
 

主要涉及外部文化扰动和乡土文化资源禀赋方面[29-30].
 

城镇化加速意味着乡村资源向城镇集聚,
 

乡土

文化缺少生长的土壤,
 

容易导致文化趋同性增强和乡土文化消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是历史文化资源

禀赋的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反映了地域民族文化特有的精神文化和价值,
 

因此用以表征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程度;
 

近年来,
 

由于易地搬迁、
 

外出务工、
 

外来经商旅居等因素,
 

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少数民族人

口占比下降,
 

使民族文化氛围受一定影响;
 

乡镇文化站是村落居民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用以反映地

区文化宣传程度;
 

乡村旅游资源丰度是运用德尔菲法对不同等级的A级景区评分的最终加权得分,
 

是对地

区景观资源优质程度的量化.
乡村旅游资源丰度(V)[31]:

V=∑
n'

i=1
QiPi (2)

式中:
 

Qi 为第i类景区数量;
 

Pi 为第i类景区得分,
 

其中5A级景区5分、
 

4A级景区2.5分、
 

3A级景

区1.75分,
 

2A与A级景区不赋分;
 

n'为景区类型数量.

3.2 指标权重处理

经整理得到的原始数据存在单位不同的问题,
 

需通过无量纲化处理以统一衡量标准[32].
 

采用熵权法针

对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赋权,
 

以得到客观的各项恢复力指标权重,
 

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
 

计算得出各

子系统恢复力的准则层权重.
 

具体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xij =
xij -xjmin

xjmax-xjmin
(3)

  负向指标:

xij =
xjmax-xij

xjmax-xjmin
(4)

式中:
 

xij 为第i个研究单元第j 项指标初始值,
 

x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xjmax 为第j 项指标最大值;
 

xjmin 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

  平移:

Mij =xij +ε (5)

式中:
 

ε为调节系数,
 

ε取0.0001;
 

Mij 为平移处理后的标准化指标.

  当前值在本年指标体系占比:

Pij =Mij/∑
m

i=1
Mij (6)

式中:
 

Pij 为第i个研究单元第j项指标的贡献度;
 

m 为年份数量与县(市)数量之积.

  信息熵冗余度:

Hj =-
1
lnm∑

m

i=1
PijlnPij (7)

式中:
 

Hj 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指标权重:

ωj =(1-Hj)/∑
n

j=1

(1-Hj) (8)

式中:
 

ωj 为第j项指标的熵权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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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恢复力评价模型

结合权重和标准化值,
 

采用综合指标法分别计算出各县(市)乡土—生态系统的综合恢复力、
 

社会经济

子系统恢复力、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和文化子系统恢复力.
 

具体公式如下.
综合恢复力:

Ri=SRi+EcRi+CRi (9)

式中:
 

Ri,SRi,EcRi,CRi 为第i个研究单元的综合恢复力、
 

社会经济子系统恢复力、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
 

文化子系统恢复力.

  社会经济子系统恢复力:

SRi=∑
7

j=1
xijωj (10)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

EcRi=∑
13

j=8
xijωj (11)

  文化子系统恢复力:

CRi=∑
20

j=14
xijωj (12)

3.4 障碍度模型

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内部组成因子的结构变化会对恢复力演化产生影响.
 

本研究采用障碍度模

型[33-34]测度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各准则层障碍度变化.
 

选取排名前六的障碍度因子来识别乡土—生态系

统恢复力的内在影响规律.
 

具体公式如下.
偏离度:

Dij =1-xij (13)

式中:
 

Dij 为指标偏离度,
 

即标准化指标值与100%之差;
 

xij 为第i个研究单元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障碍度:

Oj =
Dij ×Wj

∑
n

j=1
Dij ×Wj

×100% (14)

式中:
 

Oj 为各操作层指标的障碍度;
  

Wj 为因子贡献度,
 

使用CRITIC法权重表示.

4 结果与分析

4.1 适应性循环趋势分析

本研究将黔东南州各县(市)恢复力取平均值,
 

得到黔东南州在社会经济、
 

生态、
 

文化3个子系统的各

县(市)平均恢复力水平(表2).
 

借助有关学者的适应性循环阶段转化过程表征识别方法[35-36],
 

对黔东南州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变化趋势的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行识别.
 

总体上,
 

黔东南州山地民

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发展以2018年为分界线,
 

包括传统村落利用阶段和传统村落保存阶段.

2018年以前(不含)传统村落发展处于利用阶段.
 

该阶段黔东南州经历了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文旅产

业开发阶段,
 

自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
 

涌现了一大批围绕传统村

落开发的民族特色旅游项目.
 

2013-2017年,
 

全州旅游人数从3
 

038万人次跃升至9
 

351万人次.
 

大量的

旅客涌入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
 

良好的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力水平提升.
 

注重经济

效益的同时,
 

黔东南州同步注重传统村落的资源保护与开发.
 

2013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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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试行)》发布,
 

次年《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发布,
 

强调文化遗产要实行挂牌

保护,
 

并就传统村落的保护、
 

修缮、
 

建设等提出了指导意见.
 

在此期间,
 

黔东南州对辖内276个国家传统村

落进行了甄别、
 

归类、
 

评级,
 

实现了“一村一档”的保护模式,
 

建立村落历史档案,
 

以图、
 

文、
 

音、
 

像等多种

形式进行记录,
 

同时对入档的村落进行特殊标识和挂牌保护,
 

对典型的村落实行重点保护[37].
 

黔东南州内

大量的传统村落逐渐被重视,
 

政策倾斜和保护规划逐步落地,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提

升明显,
 

适应性循环由利用阶段逐步向保存阶段过渡.
 

在此期间,
 

传统村落的社会经济子系统恢复力有了

明显提升,
 

同时保持了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黔东南州人地矛盾开始凸显.
表2 黔东南州乡土—生态系统各县(市)平均恢复力水平

年份
社会经济子系统

平均恢复力

生态子系统

平均恢复力

文化子系统

平均恢复力

综合平均

恢复力

旅游人数/

万人

2013 0.069 0.065 0.110 0.244 3
 

038

2014 0.093 0.060 0.115 0.269 3
 

745

2015 0.091 0.095 0.119 0.305 4
 

500

2016 0.094 0.074 0.126 0.293 6
 

704

2017 0.100 0.066 0.142 0.308 9
 

352

2018 0.100 0.062 0.182 0.344 10
 

808

2019 0.110 0.063 0.197 0.370 12
 

893

2020 0.110 0.066 0.197 0.373 8
 

527

  2018年之后为传统村落释放阶段.
 

一方面,
 

随着特色小城镇建设、
 

新农村建设、
 

乡村旅游建设等措施

逐步落地实施,
 

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高,
 

传统村落的社会经济恢复力提升显著,
 

乡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

到巩固与增强;
 

另一方面,
 

2018年以后脱贫攻坚、
 

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旅游开发等战略纵深推进,
 

传统村

落的保护理念不断深化,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开始逐步提升,
 

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保持高水平发展.
 

2019

年旅游人数达到12
 

893万人次,
 

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黔东南州旅客承载力达到系统阈值附近,
 

保存阶段至

释放阶段的过渡信号明显,
 

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发展即将转入释放阶段.

4.2 恢复力演化结果分析

利用ArcGIS
 

10.8软件对黔东南州综合恢复力和各子系统恢复力进行时空分异研究[38].
 

利用自然断

点法分别对2013-2020年黔东南州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数据进行处理,
 

按照低等水

平(Ⅰ级)、
 

中等水平(Ⅱ级)、
 

高水平(Ⅲ级)3个恢复力梯度进行划分.
 

恢复力水平代表山地民族传统村落

乡土—生态系统受外部要素扰动后自我调节至初始状态的能力大小,
 

即恢复力水平越高,
 

研究区恢复到原

始状态的潜能越大.

图2所示为黔东南州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分异状况.
 

综合恢复力水平(R)体

现出阶段性增长的态势,
 

不同时间发展阶段展现出差异性的增长变化,
 

文化恢复力在各子系统恢复力水平

中占主要作用,
 

表现为:
 

文化恢复力高于社会经济恢复力,
 

文化恢复力高于生态恢复力.
 

空间格局具有“南

强北弱”特点,
 

南部地区R 明显高于北部地区,
 

并呈现集群化发展特征.
 

R 较高的县份集中于南部地区,
 

恢

复力水平以黎平县为中心以涟漪式向外圈逐渐递减.
 

2013-2020年黔东南州各县(市)综合恢复力水平波

动范围为0.161~0.679,
 

除个别县(市)增长乏力之外,
 

R 总体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

土—生态系统整体恢复潜能呈现出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空间格局演化特点上,
 

综合恢复力演变态势与社

会经济子系统、
 

文化子系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尤以南部地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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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2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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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值(SR)总体波动范围为0.048~0.223,
 

时空格局整体表现为“南强北弱”.
 

2013-2018年SR 值呈现爆发式增长,
 

除从江县外,
 

均实现了不同程度提升.
 

SR 值时空分布呈“极化”特

征,
 

以黎平县和凯里市为极点,
 

其恢复力显著领先于周边县(市).
 

主要是由于凯里市作为黔东南州政府所

在地,
 

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资源禀赋,
 

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州29.87%,
 

在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

社会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先地位.
 

2018年后,
 

时空格局呈现出空间聚集性.
 

如代表性的南部集群中心县———

黎平县,
 

探索形成了茶叶、
 

油茶、
 

中药材“两茶一药”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打造了融合地域特色的绿色轻

工业产业集群和具有侗族文化特点的旅游经济增长极.

生态子系统恢复力值(EcR)总体波动范围为0.023~0.156,
 

区域关联性先减弱后增强,
 

空间格局分化

明显.
 

总体时空格局呈递增态势增长,
 

少部分地区呈现一定程度波动.
 

施秉县恢复力变化较为曲折,
 

呈波

动发展态势,
 

体现出充分的弹性.
 

2018年以前,
 

多数县(市)更加热衷经济发展.
 

2018年后,
 

随着第四批、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公布,
 

以民族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为主,
 

大力推进了全域旅游建设,
 

生态经济

发展成果反哺于生态环境,
 

形成了“保护—发展—保护”的良性循环.

文化子系统恢复力值(CR)总体波动范围为0.040~0.465,
 

空间格局上,
 

以黎平县为中心由南向北拓

展.
 

文化子系统同社会经济子系统恢复力演变格局具有极强相似性,
 

均表现为“南强北弱”.
 

黎平县和雷山

县因丰富的传统村落和非遗资源在发展初期取得文化子系统恢复力的绝对优势.
 

雷山县利用稀缺的苗族文

化资源,
 

打造形成民族村寨保护与开发的“西江模式”.
 

黎平县则打造以肇兴侗寨为核心的传统村落旅游精

品线路,
 

串联小黄、
 

黄岗、
 

堂安等一批乡村旅游特色村寨,
 

带动周边县(市)文化旅游协同发展.

图3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准则层障碍度测算结果

4.3 恢复力障碍度分析

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山地民族传统村落

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指标体系的准则层

和指标层进行识别分析,
 

以科学地确定影

响传统村落系统恢复力的内部因素.
 

根据

系统恢复力适应性循环的特点,
 

本研究选

取了3个关键性年份对障碍度取平均值,
 

在得到的平均障碍度指标中选取影响程度

最大的前六个因子进行排序,
 

得到了障碍

度因子贡献图谱.

障碍度结果显示(图3),
 

社会经济维度

在观测周期内障碍度水平整体表现为下降

的趋势;
 

生态维度障碍度总体保持稳定,
 

平

均障碍度维持在37%左右;
 

文化维度影响

程度则波动上涨,
 

由20%增长至27%.
 

结果表明,
 

当前提升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水平应当重点

从文化维度和社会经济维度入手,
 

同时需关注生态领域建设.
 

从文化子系统恢复力建设上看,
 

黔东南州推

动全域旅游发展,
 

使得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游客量在2018年迎来了爆发性增长,
 

旅游人次增长至

高位水平.
 

未来恢复力管理应当充分利用好民族文化发展优势[39],
 

带动地区经济繁荣、
 

居民生活水平提

升、
 

生态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
 

以提高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应对外部干扰的能力.

表3为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障碍度排名前五的主要因子变化结果.
 

总体来看,
 

南北地区

障碍度因子差异不明显,
 

相邻地区存在一定的障碍度因子相似性,
 

如天柱县与锦屏县,
 

黄平县与施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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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各县(市)障碍度主要因子

地区 2013年 2018年 2020年

北部地区 凯里市 X10,
 

X17,
 

X19,
 

X16,
 

X2,
 

X14 X9,
 

X10,
 

X14,
 

X17,
 

X1,
 

X13 X9,
 

X10,
 

X1,
 

X14,
 

X17,
 

X16

黄平县 X16,
 

X17,
 

X15,
 

X19,
 

X2,
 

X7 X9,
 

X1,
 

X17,
 

X7,
 

X19,
 

X13 X1,
 

X9,
 

X17,
 

X7,
 

X19,
 

X13

施秉县 X16,
 

X17,
 

X18,
 

X19,
 

X2,
 

X3 X16,
 

X9,
 

X17,
 

X19,
 

X18,
 

X1 X1,
 

X16,
 

X9,
 

X17,
 

X18,
 

X19

三穗县 X16,
 

X17,
 

X15,
 

X19,
 

X2,
 

X3 X9,
 

X17,
 

X1,
 

X16,
 

X14,
 

X13 X1,
 

X9,
 

X17,
 

X14,
 

X16,
 

X15

镇远县 X18,
 

X17,
 

X19,
 

X2,
 

X3,
 

X16 X18,
 

X9,
 

X17,
 

X1,
 

X19,
 

X13 X1,
 

X18,
 

X9,
 

X17,
 

X14,
 

X19

岑巩县 X18,
 

X17,
 

X19,
 

X16,
 

X2,
 

X15 X9,
 

X18,
 

X17,
 

X1,
 

X16,
 

X19 X1,
 

X9,
 

X18,
 

X17,
 

X16,
 

X14

天柱县 X16,
 

X17,
 

X19,
 

X2,
 

X3,
 

X15 X16,
 

X9,
 

X17,
 

X1,
 

X19,
 

X3 X1,
 

X16,
 

X17,
 

X9,
 

X14,
 

X19

锦屏县 X17,
 

X2,
 

X4,
 

X15,
 

X19,
 

X3 X9,
 

X1,
 

X17,
 

X13,
 

X5,
 

X15 X1,
 

X9,
 

X17,
 

X5,
 

X15,
 

X13

剑河县 X19,
 

X2,
 

X4,
 

X15,
 

X17,
 

X16 X9,
 

X1,
 

X15,
 

X7,
 

X19,
 

X17 X1,
 

X9,
 

X15,
 

X13,
 

X17,
 

X7

台江县 X16,
 

X2,
 

X19,
 

X3,
 

X5,
 

X15 X9,
 

X1,
 

X16,
 

X5,
 

X15,
 

X20 X1,
 

X9,
 

X16,
 

X5,
 

X15,
 

X14

南部地区 黎平县 X2,
 

X19,
 

X3,
 

X1,
 

X16,
 

X7 X9,
 

X1,
 

X13,
 

X3,
 

X14,
 

X7 X1,
 

X9,
 

X13,
 

X14,
 

X7,
 

X16

榕江县 X19,
 

X2,
 

X17,
 

X15,
 

X7,
 

X3 X9,
 

X1,
 

X15,
 

X13,
 

X7,
 

X17 X1,
 

X9,
 

X15,
 

X13,
 

X17,
 

X7

从江县 X19,
 

X1,
 

X2,
 

X3,
 

X17,
 

X15 X9,
 

X1,
 

X7,
 

X13,
 

X3,
 

X19 X1,
 

X9,
 

X7,
 

X13,
 

X3,
 

X5

雷山县 X2,
 

X15,
 

X5,
 

X20,
 

X1,
 

X3 X9,
 

X1,
 

X15,
 

X5,
 

X13,
 

X20 X1,
 

X9,
 

X15,
 

X5,
 

X13,
 

X20

麻江县 X17,
 

X19,
 

X2,
 

X15,
 

X16,
 

X10 X9,
 

X17,
 

X1,
 

X10,
 

X5,
 

X19 X9,
 

X1,
 

X17,
 

X14,
 

X20,
 

X10

丹寨县 X17,
 

X19,
 

X2,
 

X20,
 

X5,
 

X15 X9,
 

X1,
 

X5,
 

X17,
 

X8,
 

X20 X1,
 

X9,
 

X17,
 

X14,
 

X5,
 

X13

  在未来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管理时,
 

可以采用集群式联动管理方式,
 

统一进行恢复力水平规划以

降低政策执行成本.
 

从时间演化上看,
 

障碍度频次较高的主要影响因子是 X17(传统村落数量)、
 

X9(土

地利用强度)和X1(城乡收入差距),
 

三者2020年出现频次均超过10次.
 

为此,
 

一方面应合理规划土地

利用,
 

提高土地开发的效率,
 

避免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破坏;
 

另一方面,
 

要持续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合理挖掘传统文化旅游资源,
 

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成果,
 

惠及当地居民以破解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社

会公平性问题.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体系,
 

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借助

适应性循环和“脆弱性—适应性”分析框架,
 

测度2013-2020年黔东南州16个县(市)的恢复力水平.
 

在此

基础上,
 

运用ArcGIS可视化方法分析了恢复力演化的时空格局,
 

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

讨,
 

主要结论如下:

1)
 

本研究借助适应性循环演变特征识别山地民族传统村落恢复力演化过程,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

土—生态系统恢复力在2013-2020年演化趋势符合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利用和保存阶段特征.

2)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
 

综合恢复力水平体现

阶段性增长态势,
 

不同发展阶段展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空间格局分异上呈现集群化发展特点和“南强北弱”

现象,
 

恢复力平均水平由2013年的0.244增至2020年的0.373.
 

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分

异呈现出集群化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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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关键影响因子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异质性.
 

障碍度因子

主要来自于文化维度,
 

突出文化的主导作用.
 

传统村落数量、
 

土地利用强度和城乡收入差距为影响最大的

3个因素.

结合上述结论,
 

提升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水平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一方面,
 

加强适应性管理,
 

以应对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采取与演化过程相匹配

的动态管理模式,
 

统筹各个影响要素、
 

各方利益主体,
 

找准系统脆弱性驱动因素,
 

优化配置资源,
 

弥补发展

短板.
 

在快速增长的利用和保存阶段,
 

要及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化解矛盾分歧,
 

适时调整优化

发展要素组合,
 

结合所处阶段实施合理有效的发展策略,
 

提高乡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另一方

面,
 

突出生态文化特色,
 

统筹区域差异化发展.
 

秉持集约化原则,
 

充分挖掘山地生态优势和文化旅游资源

禀赋,
 

推动山地地区集约高效发展.
 

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
 

做大做精特色产业,
 

避免同质化竞争.
 

加强区域

协同创新,
 

构建山地村落发展共同体,
 

发挥规模效应,
 

共享发展红利,
 

提升应对风险能力,
 

为西南地区山地

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5.2 讨论

山地民族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涉及评价体系、
 

发展趋势、
 

影响因

素以及提升策略等多方面内容,
 

既涉及社会、
 

经济、
 

生态、
 

文化多重领域,
 

又涵盖空间关系及时序变迁[40].
 

本研究中发现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领域以下问题值得更深入地探讨.

1)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经历了长期发展,
 

既有宏观的以省、
 

市、
 

河流流域等为对象的研究,
 

又有微观

视角以旅游景区、
 

城市交通、
 

目的地形象等为对象的研究,
 

形成宏、
 

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格局.
 

然而,
 

乡土—

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起步较晚,
 

以省、
 

市、
 

流域等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研究较多,
 

缺少对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

区、
 

村落、
 

古镇等微观对象的研究案例.
 

从实践角度来看,
 

选择微观尺度的研究对象更有实践意义,
 

试验成

本更低,
 

可操作性更高.

2)
 

依托适应性循环理论、
 

PSR分析模型、
 

混沌理论等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已经形成

了相对完整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
 

具备成熟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尤其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已有诸多理

论成果得到学界认可.
 

相对而言,
 

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未形成规范的研究理论体

系,
 

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待完善.
 

文化恢复力研究是乡土—生态系统的重点研究内容,
 

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

中,
 

由于文化维度具备一定的综合性特点,
 

亟待科学严谨地划分指标边界.
 

因此,
 

清晰地界定指标的文化

属性,
 

区分子系统范围,
 

完善科学严谨的乡土—生态系统指标体系将成为后续研究的议题方向.

3)
 

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汇聚了社会学、
 

生态学、
 

地理学、
 

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科学研究方

法,
 

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数据空间化,
 

并利用GIS等科学研究工具,
 

精准测度生态数据和空间数据的

时空格局,
 

研究结果以描述性分析为主,
 

缺乏准确的定量研究支撑.
 

虽有部分学者采用情景模拟等数理模

型对未来时间序列演进情况进行验证模拟,
 

但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研究范式.
 

未来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研

究可以在数理模型方向上寻求突破,
 

通过科学的量化模型分析预测恢复力演化趋势,
 

丰富量化方法和研究

思路,
 

为乡土—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提供严谨的数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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